导      论

根据我与各位作者商定的计划，本书将由六卷构成：第一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我撰写；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由冻国栋撰写；第三卷，宋辽金元时期，由吴松弟撰写；第四卷，明时期，由曹树基撰写；第五卷，清时期，由曹树基撰写；第六卷，1910－1953年，由侯杨方撰写。考虑到全书虽然作者各异，并且由于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在体例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作为一部专著，还是需要有一篇全面阐述中国人口史的学科定义、研究领域、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资料来源、主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人口史意义等方面以及作者对中国人口历史总体性看法的导论。同时，尽管各卷作者都已在书的最后作了各自的结论，但还有一些跨时代的、涉及不止一卷的、或共同性的特征和规律需要作一概括和说明，放在《导论》中或许更合适。

必须说明，尽管我是本书的主编，但各卷都是作者独立撰写的，文责自负。《导论》由我撰写，也应由我负责。当然，我是在本书各卷的基础上撰写的，获益于各位作者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与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之处，所以并不代表其他作者。

第一章  人口和人口史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概念就是人口。

第一节  人口的定义

人口一词尽管出现很早，但当时的含义与此后长期沿用的含义与现代“人口”的定义并不相同。

一  古代“人口”含义

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人口”一词，“人”与“口”一般都单独使用，各有自己的含义。但在作“人”或“人口”解释时，它们的含义大致相同。不过在相对于表示家庭的“户”时，作为个体的人就被称之为“口”，而不称为“人”。随着户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口成为一个法定人口统计单位，从最早的《汉书·地理志》中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口数到清代都是如此。

笔者曾经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纂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检索了已经出版的全部典籍
，仅在徐干的《中论》中发现了一处“非屈人口也”使用了“人口”这个词。但查对原文后就发现，这里的“人口”原来并不是一个词。《中论·覈辩》：“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
（辩论是要求得服人家的心，而不是为了要封住人家的嘴巴。）显然，这里的“人口”是“人之口”的简写。此后又在网上检索了先秦诸子，也没有新的发现，仅见于《老子》中的一处实际也与上述情况相同，只是“人”与“口”字正好相连，而不是一个词组。

在《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中，有西汉初吕太后（刘邦妻吕雉）引用的一句“鄙语”（民间谚语）“儿妇人口不可用”（小孩子和妇女的话信不得）。这里的“人口”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与前面的“儿妇”相连的，还是“人的口”的意思。《史记》卷101《晁鼌错传》的一段话中“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人口”依然是指“人的口”，即大家的嘴的意思。

或以为将“人口”作为一个词组来用，最早见于《汉书》卷99《王莽传》：“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羌族首领良愿等为首的部落，人口大约有一万二千人。）《汉语大辞典》“人口”条即引此句为例
。其实这是中华书局版《汉书》的标点错误
 ，正确的标点应该将这个逗号去掉，即“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种人”即“部族人”或“少数民族”，“口”是其数量。如果一定要将这句句子断开，也只能断在“种人”之后，即“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王莽传》中提到的事件发生在公元4年，《汉书》此传的写成在公元1世纪后期，可见至迟在公元1世纪后期，“人口”作为一个词组还没有出现。《续汉书·天文志》可以提供另一个例证，该志记载：“明年（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缯等率种人口十七万归义内属”。这里的“人口”，“人”字前属，即“种人”；“口”字下属，即口数、人数。所以这里的“人口”也不是一个词，与作为人群解释的“人口”仍然是两回事。《续汉志》的成书虽较晚，但《天文志》的内容一般直接来自原始档案，完全可以反映出公元1世纪末的情况，这与班固《汉书》中的用法是一致的。

将“人口”作为一个词组，并且赋予人群的含义，目前能找到的最早例证是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
  这一含义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口”，但与现在一般的用法已很接近。《徙戎论》作于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则“人口”一词出现的时间在公元3世纪后期。只是这一用法并不普遍，以至我们能在正史中找到的下一个例证只能是《魏书》卷60《韩麒麟传附子显宗》，韩显宗在北魏太和（477－499年）初的上书称：“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另一个例子出现的时间早于韩显宗说，即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蒲类……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范晔《后汉书》始撰于刘宋元嘉九年（432年）
，至迟不晚于其被杀的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他写《西域传》当然会有所本，但我们现在无法肯定，他究竟是照录旧文，还是用了自己的话。如果是照录旧文，也难以断定那是何时的旧文，东汉时的，还是此后哪一年代的？

不过由于江统的《徙戎论》载于《晋书》，而《晋书》修成于唐太宗李世民时，照例会因避他的讳而将“民”改为“人”。所以《徙戎论》的原文也可能是“民口”，而不是“人口”。《隋书》卷24《食货志》就有这样的例子：“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引文中的“人口”原来应该是“民口”，所以下面才能省略为“口九已上”、“口五已下”及“有室者”、“丁者”。

我的怀疑从唐人杜佑所编纂的《通典》中得到证实，在刘昭《后汉书》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大禹、周成王时和秦朝的人口数时分别举为“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使用的单位都是“民口”，但到《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中，这三个“民口”都已改为“人口”。可见唐人虽未必按当时的避讳改前人著作，但自己编纂著述时肯定不会再沿用“民口”，而必然用“人口”。由此也可见江统《徙戎论》的原文应是“民口”，到唐初修《晋书》引用是才改为“人口”，而《魏书·韩麒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中“人口”一词究竟是魏收和范晔的原文，还是唐人所改，目前虽无确证，但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据此，可以认为，在唐以前，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一般不用“人口”一词，而是用“民口”，即百姓或百姓家的口数。

从唐太宗时开始，“人口”一词取代了“民口”，如司马贞在给《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作注释时就称：“家谓家产资物，并没入官，人口则迁之蜀也。”
 这里的“人口”已经不能用“民口”代用，因为所指是舍人们及其家属。但由于官方的登记和统计系统使用的单位是户口，强调的也是户口，所以一般在论述地理或经济状况时，经常使用的词还是户口，而不是人口。

正因为如此，直到修于元代的《辽史》、《宋史》和《金史》中，我们能查到的“人口”还是相当有限的：

《辽史》中有二例，即卷79《耶律阿没里传》：“阿没里性好聚敛，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
 卷49《礼志》一：“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
 这两处所指的“人口”，前者是从他国或他族掳掠来的，后者也是编户以外的被掠者或奴婢，与正常的“户口”都有严格区别。
《宋史》虽卷帙浩繁，仅发现一例，即卷273《李汉超传》：“霸州监军马仁瑀……多自肆，擅发麾下卒入辽境，剽夺人口、羊马。”
 此处“人口”的用法和含义与上引《辽史》相同。

《金史》中查到的最多，计有：

卷1《世纪·始祖》：“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
 此处的“人口”是一个统计单位，与现代的用法完全相同。而且由于下面有对应的“所杀伤之家”，所以这里只能理解为这一家的“人口”，而不是这一家人的“口”数。但这里是追述金朝先祖事迹，显然并非当时的实际用语，更不是规范的法定词语，所以并无“人”与“口”的区别，而是“人口”混用。从《金史》中仅此一例看，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

卷12《章宗纪》四：“乙未，诏核西夏人口，尽赎放还，敢有藏匿者以违制论。”

卷17《哀宗纪》上：“八日，议放还西夏人口。”

卷77《宗弼传》：“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仍每岁宋国进贡内给银、绢二千两、匹。”

卷80《熙宗二子传·斜卯阿里》：“戊午，册为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为王，赐人口、马牛五百、驼五十、羊五千。”

《金史》卷83《耶律安礼传》：“安礼长于吏事，廉谨自将，从帅府再伐宋，宝货人口一无所取。”

卷134《外国传上·西夏》：“边吏奏，夏人已归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财畜尚未还，请索之。”

以上六例中的“人口”都有其特定含义，都是被掳掠者，至少不属于正常的编户。

卷85《世宗诸子传·永功》：“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
 此处虽出现“人口”，但从文义判断，应断为“家人”“口多”，即家属口数多，而不是家庭“人口”多。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卷135《外国传下·高丽》中一例：“上使高伯淑、乌至忠使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既而勖上表请不索保州亡入高丽户口，太宗从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
 当泛指“保州路及边地”时用的是“人口”，而后面具体指保州而言时都用了“亡入边户”和“亡入高丽户口”。

至于在正式的统计制度中，人口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通用的词汇。除了上面曾举出的《隋书·食货志》中因避讳改字而形成的“人口”之外，在《二十五史》和《清史稿》的《食货志》中，仅近人所编的《新元史》中出现过一处
。但《新元史》问世时，“人口”一词的现代用法已传入中国（详见下述），这一用法不足为据。

总之，尽管“人口”一词在史书中早已出现，但并非都能解释为“人群”、“一群人”或若干数量的人。由于自秦汉以来各朝各国基本都有户籍登记制度，所以记载和统计人口的基本单位是“户口”，而不是“人口”。在多数情况下，使用“人口”反而是一种特殊现象，一种例外，或者是指某些特殊的人群，如被掳掠者、俘虏、奴婢、异族等。

我之所以用先秦典籍作为检索对象，是为了追根寻源，找到最早的实例。选用正史，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有现成的资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正史的用法比较规范，不像文集、笔记那样成于众手，标准不一。以后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光盘检索了《十通》，发现它们的用法与正史没有什么差异。

二  现代“人口”的定义

用“人口”一词来翻译西文中的“population ”是现代人口学传入中国以后的事，显然是受到日文汉字译法的影响。据检索
，最早的几例如下：

1、1898年森本藤吉述，陈高第、霞骞校定《大东合邦新义》：“世界人口达四十亿，则地球上养人之谷必告其乏。”
      2、.1916年《新青年》2卷4号李亦民《欧美人种改良问题》：“第二部，人口之研究。”
      3、.1920年《新青年》7卷4号严智钟《数要多，质要好》：“自西历一七八九年，美国经济学者玛尔萨司氏，将他那研究人口问题的论文发表出来，大凡研究人口问题的人，都不免引证他的意见作为参考。”

可见“人口”一词的现代用法的确来自日本，至20世纪初方为中国学者所通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人口学家和相关学术界对“人口”的定义与西方学者并无二致。西方人口学界和国际学术界对人口的定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光盘版中“人口”一条的定义如下：

    Population, in human biology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the whole number of people or inhabitants occupying an area (such as a country or the world) and continually being modified by increases (births and immigrations) and losses (deaths and emigrations). The size of any biological population is limited by the supply of food, the effect of disease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Human populations are further affected by social customs governing reproduction and by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especially i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that have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the life span.
    （译文：人口或群体，就群体生物学与体质人类学而言，是指人的总数或者指占据了一个区域（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并且不断受到增加（出生和迁入）和减少（死亡和迁出）而变动的居住者。生物群体的规模受到食物供应、疾病影响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人口更受到对增殖起作用的社会习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特别是使死亡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的医药和公用保健的影响。）

必须说明，英语中的population 一词并不专指人类，也可以用于植物、动物，所以在同时列举生物时，就必须加上 human ，即用human population以示区别。而中文中的“人口”自然只能指人类，用之于生物时一般应译为群体或群落。

1949年后，中国人口学界根据苏联的人口学理论，将西方的人口学划为资产阶级学说，而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特别强调人口的社会属性，至80年代初依然如此：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生命的个人所组成的不断运动的社会群体。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如实地把人口看成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群体，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生产方式之外的超历史的抽象的生物群体。确定人口是社会群体还是生物群体的复杂性，是由于人口有两重属性。资产阶级学者或出于阶级偏见，或出于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夸大人口的生物属性，并将其绝对化，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人口不仅有生物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有社会属性。因为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与动物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上有本质区别。……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决定了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不是生物属性。

此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国人口学者对人口的定义也有了更全面的界定：

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并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学最基本的范畴。它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进行其生命和生产活动的。人口永远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是由人口的两重属性决定的。

人口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两重属性。自然属性是人口本身固有的特征，作为高等动物群体的人口，同其他生物群体一样，有一个以生物学规律作用为基础的通过个体的出生、成长、繁殖、衰老.死亡的生命过程，进行世代更替，并具有性别年龄特征和遗传变异等机能。自然属性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人口再生产周期和生命周期有重要影响。

人口的社会属性表现为其固有的社会特征：①人口的生命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生活资料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但它只有通过人们的劳动才能获得。人口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在彼此之间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而决定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制约人口的数量和质量。②人口的繁育是在一定的婚姻家庭形式中进行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定的婚姻家庭制度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社会通过婚姻家庭影响人口的数量与质量。③人口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显然，在对人口定义的界定上，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至多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和用以解释人口现象的理论的差异。

第二节  人口史的学科定义

中国人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中的专门史。

一  学科定义

人口史，简单地说就是人口的历史。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对某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全部或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人口的规模、构成、分布和迁徙等方面的变化过程的记述”
。

上面列出的几个方面只是人口史所应该研究和论述的几个主要的方面，并不是人口史的全部内容，更没有包括某些人口史的一些特殊的内容。另一方面，人口最基本的特征及其自然和社会属性都已体现在这几个主要方面之中，没有必要再作专门的论述。而且，人口的特征及其两重属性也是因不同的时间和地域而异的，所以只有在具体的论述中才有实际意义；而影响这些特征和差异的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原因，也只能在有了具体的作用对象后才能作具体的探讨。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某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是因为任何被称为“人口”的某一群体总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生存和发展的，其迁徙和分布也是就一定的地区而言。离开了特定的地域范围，人口的数量就毫无意义。即使是指所有的人口，也必须说明其世界或全球的范围，以区别于其他特定范围。至于迁移，由于它本身就是指人口居住地点或范围的变化，自然更离不开特定的地域。所以人口史必定有其特定的地域范围，如世界、亚洲、中国、上海市、海南岛、东北地区、青藏高原等。对国家或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域，如美国、中国、四川省等，则应说明它们的具体地域范围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对自然地理区域，如黄淮海平原、长江三角洲等，也必须划定明确的范围。

同样，强调“全部或较长的历史时期”，是因为人口史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存在于以往某一时刻的人口，而必须是存在于某一较长时段的人口，时间过短就不足以反映一个变化过程，更无法总结其规律。人口史所说明的不是以往某一时刻的人口状况，尽管它离不开一系列时刻的人口状况，但它要反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显示出的人口变化过程。人口通史的范围是全部历史时期，断代人口史或阶段性的人口史则选择历史上一个朝代或一个有明确时间界限的阶段。至于阶段的长短或年代的多少主要则取决于所论述的地域范围或人口数量的大小及其重要程度。例如，对近代中国的人口而言，一二十年的一个阶段已经足以写出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也已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但对一个县或一个村落，如果没有非常特殊的人口现象或事件发生的话，这样的时段无疑太短了。另一方面，时段的长短也受到研究的条件的制约。如果不具备起码的资料或资料过于缺乏，即使对一个较长的时段也会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一个很短的时段。例如夏、商、周三代虽然超过千年，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还很难写出一部人口史。就是在现代人口调查开始以前的历史时期，一般也只能选择百余年或数百年这样的时段。

根据人口的定义，进入文明社会前的古人口状况不属于人口史的研究范围。但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各地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不存在或未留下有关人口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字的或数字的记载，对这些地区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状况，只能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一般说这也不是人口史的范围。但在描述人口发展的起点时也必须运用这些成果。

人口的数量变化是人口研究的主要方面，因为这是人口其他方面变化的基础。但对人口史而言，特别是对于在现代人口调查进行之前，人口数量具有更加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一般来说，现代人口研究可以依靠现成的调查数据，尽管也需要对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行鉴别和分析，但在此前却没有完全符合现代人口调查要求的数据存在，所以要确定或估计出当时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甚至在作出了种种努力以后，还不可能获得最基本的数据系列，以至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对人口史或历史人口的研究来说，确定有关数据一般都是研究的主要部分和其他方面研究的前提。而且，为了获得这些数据，研究者不得不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历史文献而不是从原始数据（如果这类数据还存在的话）来获得人口数量的基础；研究者更注重于原始数据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取得的，怎样取得的，而不是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这些数据。

完整的人口史应该包括人口变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有质和量的分析。从人口发展变化的各个历史时期，分析变化的条件和性质，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现代的统计科学和计算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合格的数据和可供利用的史料的缺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历史时期有条件进行包括上述方面在内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有的方面完全无法进行研究，有些方面只能作非常粗略的概述，有些方面只能保持空白。

二  人口史的类型

按照论述的时间、空间或内容的不同，人口史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从时间上分，有通史和断代史两种。

通史一般指从古至今，贯通古今。但受到现存史料和数据、现有研究手段和成果的限制，不同地域范围的通史在时间起点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同一部通史中，如果其论述的范围较大，不同地区间也可以有差别很大的时间起点。例如这部中国人口史，个别史料丰富的地区，可以从先秦时代开始；一部分其他地区只能从公元初开始，而多数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要更晚才能有实质性的论述。就局部地区而言，通史不通是不可避免的。断代史则是选择历史时期的某一时段，既可以根据传统的朝代纪元，如秦汉、唐代、清代，或选择某一朝代的某一阶段，如唐代后期、清代康雍乾时期等；也可以以公元纪年划分，如三至七世纪、二十世纪前期等。前面已经说过，这一时段不应太短，否则就很难构成历史。由于传统的史料和数据大多对应于朝代，所以使用朝代为划分时段的标准有其有利的一面，也便于熟悉中国史的研究人员和读者使用。但传统的史料和数据往往不包括该朝代以外而此后属于中国的地域范围，甚至不包括该朝代疆域内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应该特别予以注意，务必突破传统的窠臼，对因史料和数据的不足而无法覆盖的范围至少应有所说明。无论是通史或断代史，作者都必须明确规定自己的时间范围。即使是以朝代为范围的断代史，由于对朝代的起迄本来就存在不同意见，这样的规定也是完全必要的。例如，对西汉、东汉、南宋、明、清、民国的起迄，各类史书和工具书上也未必统一
。有时作者为了论述的便利或出于研究方面的原因，会对传统的朝代起迄作适当的调整，或者有若干例外。

以地域范围划分，可以从整个世界到一个具体的地域范围。就中国而言，可以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史一般都涉及一段不短的时间，同一地域完全可能发生空间范围的变化，作者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或说明。如一个朝代、一个行政区域，其疆域或辖境会不断变化。甚至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它的空间范围也会前后不一，如长江三角洲，沿海部分的陆地既在不断扩大，也有部分地段会坍塌缩小。有的地域概念是后人的规定，就更应该划定明确的界限。如历史时期的中国，如果完全根据当时人的概念就无法统一，更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史。当然，作者也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例如以今天的中国领土或某一行政区域的辖境为范围，但这样做在史料和数据的处理上也会有诸多不便。如某一府的属县中有若干县不属于今天的某省，如果一定要以今天的省界为范围，就必须将这几个县的数据区分出去，在没有分县统计数的情况下，往往只能用平均数推算。但实际上各县的数据不可能是平均的，这样的方法用多了，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更大的错误产生在史实的判断上，如史料记载某省或某府发生过严重自然灾害，某省或某府的大部分属于作者论述的范围，一般说来，可以认为该范围也发生过严重自然灾害。但也可能这场灾害恰恰发生在目前不属于该范围的那少数县中，如果根据今天的地域范围，这样的判断就完全错误。由于历代疆域政区的变化极其频繁而复杂，同样的地名往往有完全不同的地点和地域范围，对不熟悉历史政区地理和古地名的人来说，充满了误区和陷井，务必认真对待。

就内容或论述的对象而言，也可以分为通史和专史。通史是论述作者规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全部人口现象，包括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类人口；专史则只涉及作者规定的某些对象或类型，如人口数量、人口再生产（增殖，发展）、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构成，或某些特殊的人口现象，如杀婴、多妻、节育、流动等；如某些民族、阶层、人群，如汉族、少数民族或某一其他民族、客家人、流动人口、商人、僧尼、皇族等。

比较常用的断代人口史、区域人口史、民族人口史、专门人口史与人口通史及全国性的人口史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时间、空间范围的差异，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并无二致。不过，由于人口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差异，断代史、区域史、民族史或专门人口史往往有其值得重视的独特内容，如不同民族的婚姻、生育、家庭制度和生活、生产方式不同，相应的人口现象也会千差万别，有些现象往往是特有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人口现象。各个研究对象的客观条件也迥然不同，也给作者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如清朝皇族留下了极其精确的、完整的人口登记和统计数据，某些家族有延续数百年的比较完整的男性人口数据，相应的研究就有可能进行。

第三节  人口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学科之间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别是相关的学科之间。如果不注意这些区别，就会脱离本学科的主题，没有必要地涉足其他领域。反之，如果过于强调学科间的区别，割裂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就既无法吸收相关学科的新鲜成果，更不可能在研究过程中融会贯通。各个学科、各个分支的具体研究对象虽然会有区别，但它们所采用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是相同或相通的，所依据有事实、数据、信息是相同或相近的，完全可以的打通。对于中国人口史这样一门并无长期积累、亟待发展的学科分支，更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其他分支的成果和方法，推动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使已有的研究成果获得更广泛的运用领域。

一  人口史与人口学、历史人口学的关系

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当然属于人口学(demography)的范畴，所以可以看成人口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人口学本身也是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
，而发展和规律都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内容才能加以论述或证明，所以人口史也可以看成人口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人口史的研究对象都发生在过去，都属于历史时期，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也是一门专门史，可以当作历史学(history)的一个分支。毫无疑问，人口史的研究需要借助于人口学和历史学两方面的理论，使用两门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具体的人口史都同时属于人口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因为不同类型的人口史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学术背景和学科取向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类型的人口史往往会被分别视为历史学或人口学的著作，作者也会有不同的学科追求，希望自己的著作属于哪一学科。更重要的是，由于年代与资料的差异，人口史对历史学的方法的依赖程度也是不同的。一个主要前提和关键性的因素，是被研究的阶段或区域是否已进行并具备了建立在现代人口普查基础上的数据。如果已经进行并保存着这类数据，就有可能以人口学的方法为主来进行研究；反之则只能主要依靠或借助于历史学的方法，因为在没有必要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有关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才能获得人口史研究的最起码的史实和根据，才能对当时的各种人口现象作出即使是最粗略的量化分析。至于对人口史研究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人口数量或结构变化的各种因素，例如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人口有关的调查统计制度，影响人口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借助于历史学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只能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自行进行研究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地区或阶段都能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来解决人口史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的，这取决于史料的完整程度和内在质量，也受到现有研究水平的制约。幸运的是，中国的史料相当丰富，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基本是连续的，尽管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稀密程度和数量多少的差异极大。至于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尽管严格说来开始的时间并不早，延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近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人口史是一种专门史，它与相关的整体历史的关系就是专史与通史的关系，例如中国人口史相关的通史就是中国史，断代性的或地区性的人口史相关的就是断代性通史和地区性通史。专史离不开通史，所以中国人口只能放在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中研究。不了解中国历史，不研究与历史时期的人口相关的各种因素，如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政治制度、人口政策、文化观念、社会习俗、户籍制度、赋税徭役、经济水准等方面，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各种人口现象，甚至连基本的事实也弄不清，起码的数据都无法估计。

另一方面，通史是由各种专史组成的，缺一不可。无论是通史、断代史和地区史，至少必须说明各阶段的人口数量（关于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以下另有专述），进一步还应论述各种人口现象，如人口的变化、分布和迁移等。如果一部历史书中没有这些内容，除非是出于无奈——实在找不到基本的数据，否则就是不合格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由人记载和研究的，一个具体范围如国家、地区的历史同样如此（当然未必限于本范围内的人）。如果连与人有关的基本数据和事实都不了解，甚至不愿试图了解，又如何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历史呢？但在人口史的研究尚未开展或者很不充分的情况下，通史中往往只能有意忽略一些基本的数据和事实，或者只能沿用错误的陈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通史和各种地方史中这类错误比比皆是，正是中国人口研究落后的必然结果。

就时间范围而论，人口学也应该包括历史时期，即以研究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及其规律，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人口学不仅研究历史时期，还应包括当前，以至未来，并且一般来说都是以当前为主的，历史时期部分往往只是作为研究当代的背景，只是在涉及长时段的研究中才会将历史时期放在主要的地位。所以，为了突出重点，我们可以将专业研究历史时期的人口现象及其规律的人口学称之为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

历史人口学与人口史的关系，就像历史学与具体的历史一样。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同样，要是没有人口史的研究，历史人口学也不可能有可靠的基础和科学的结论。但历史人口学无疑应更强调规律的总结和理论的构建，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而人口史必须以涉及人口的各种历史事实和数据为基本研究对象，尽管也应注意寻求其规律和提高相关的理论水准。

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人口史来说，无疑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但由于历史人口学本身并不发达，目前还无法承担起这样的作用，反而有赖于人口史研究的促进。除少数国家或地区外，历史人口学一般还无法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就是在这少数国家和地区，历史人口的研究领域也远没有覆盖其理论范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历史人口资料和数据的缺乏，使相应的研究无法进行，或者只能以离事实相去甚远的错误结论为根据去考察相关的历史。如北宋和金、南宋合计人口都已超过1亿，但宋朝人口不足6000万的旧说一直是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论据。另一方面则是人口学研究与历史的脱节，以致一般的人口学研究者忽视人口学必须包括的历史部分，或者一直延用一些错误的历史事实和概念。在以往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中，这类错误屡见不鲜。例如，对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常常建立在一些完全错误的人口数据之上，如以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到清朝才突破1亿，明朝的人口数量长期停滞不变，甚至不断下降等。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现象的解释，也充斥了错误的事实和概念，如大家庭、多子女、大起大落等。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口史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现阶段，这两个本来应该处于主从关系的学科完全可能相互促进，中国人口史能起更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人口学者不了解历史，或不重视历史，他们在进行人口学研究时往往根本不考虑历史时期的人口状况，更无法总结历史时期人口发展的理论和规律，或者长期沿用错误的数据和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人口学的规律。还有些人口学者无视历史时期与当代之间的差异，一味用今天的眼光和当代的理论看历史时期，不顾及历史时期的特点和特殊性。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片面的、主观的，建立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人口学既然并不完整，自然不具有科学性。

二  人口史与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关系

历史人口统计学（historical demographic statistics）是历史时期的人口统计学（demographic statistics），其研究内容与人口统计学一致，是一门阐述搜集整理反映人口现象的状态、变动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的方法论学科。人口数量和对各种人口现象的量化分析是人口史的重要方面，而且由于历史时期有关人口的资料和数据的缺乏，人口的数量和量化分析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进行其他方面研究的重要前提。所以，人口史与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历史人口统计学可以成为人口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和成果都能为人口史研究所用。

人口统计学是由三个互相衔接、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即人口统计资料搜集方法，人口统计资料的汇总和整理，人口分析方法。毫无疑问，人口统计资料的搜集是全部研究的前提。历史人口统计学同样如此，只是时间限于以往。人口统计学形成于人口普查实施之后，所以其搜集方法主要着眼于通过人口普查(population census)获得的有关数据，也只有这些数据才可能进行汇总和整理，进而作人口分析。但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
只有200余年的历史，而此前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人口数据不可能完全达到人口普查所获得结果的标准，因而不可能作为人口分析的根据。即使其中部分数据在经过适当的分析和处理后可以用于人口分析，也不可能满足现代人口统计学的全部要求。

例如，中国历史上最符合现代人口普查要求的户口调查是明初由朱元璋推行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调查既不是同时实施的，也没有能够在全国普遍进行，而且只留下了全国总数和省一级的总数，县一级的总数极其有限，目前所见最早的全国性户口数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口数是由各级行政机构逐级上报的年度统计数，而且按照当时的户籍登记制度，三岁以下婴儿的漏报率必定会很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漏登率也较高。金朝前期的户籍登记几乎覆盖全部人口，但并没有留下具体数据。至于其他绝大多数年份的户口数字，与实际人口数都有一定的差异，有的甚至完全不符合。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运用人口统计学的研究手段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完全没有分性别统计数的情况下，对人口的性别比就无法作量化分析；在缺乏分年龄统计数的条件下，年龄结构的分析和生命表的编制自然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人口统计学只能部分运用人口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只能参照人口统计学的原理作相应的研究，我们不妨称之为准人口统计学手段。但是，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年代、绝大多数地区往往连这样一些数据都不存在，完全不能进行人口统计学的研究。

所以，在本书覆盖的年代中，只有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开始才有可能运用历史人口统计学的方法，此前仅少数户口数字较完整和准确的年份和地区可以用准人口统计学方法作些研究，而其余绝大多数年代或地区只能用历史学的文献考证、现象描述和复原的方法。有些研究现代人口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学者不了解这一情况，往往会指责人口史学者不作量化分析，认为人口史学者对古代人口的统计项目研究太少，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断。

并不是说，没有量化分析，不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就不成其人口史著作了。如果说，人口统计学离不开数据的话，人口历史就不必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数据，可能的现象描述和数量推断同样可以出色地反映历史事实。就像经济统计的论著离不开数据，但经济史著作并不完全是量化分析一样。在没有人口统计学所必需的数据的情况下，运用历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人口史。当然，这也是不得已的，因为历史不允许太多太长的空白。以中国为例，如果一定要从具有人口普查资料的年代写起，中国人口史只能开始于20世纪，显然不符合学术研究和现实的要求。我们当然应该重视量化分析的作用，但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大多还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并且继续在量化以外的领域蓬勃发展。因此，人口史的研究固然应该充分重视具体数据和量化分析，但完全不必以数据之有无为前提，或为数据所左右。

三  人口史与社会史、经济史的关系

人口学与社会学(sociology)、经济学(economics)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其学术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对此，刘铮作过这样的概括：“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所以，我们在讨论人口史与社会史(social history)、经济史(history of economy)的关系时，大可不必拘泥于这些母体学科之间的现实关系，而着眼于它们自身的联系。

历史时期的人口现象和人口活动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和进行的，也离不开当时的经济活动，从这一角度讲，人口史与社会史、经济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从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从中国的历史看，无论是社会环境和经济活动，都不能构成影响人口现象和人口活动的全部或决定性的因素。

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一切人口现象和人口活动固然都具有社会性，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但同样离不开这些人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时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往往大于社会环境，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与现代人口学与社会学之间不同的因素，所以也影响到人口史与社会史这两门学科的关系。另外，就影响的程度而言，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越现代化，其社会化程度也越高，人口的社会性越强，社会环境对人口的影响越大。而在古代或现代社会之前，社会化程度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人口的影响要小得多。例如，在一些高度分散的人群中，人口本身的生物特性对人口现象和人口活动会起更大的作用。对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人群如奴婢、罪犯，和部分失去人生自由的人群如戌卒、佃农，社会性作用或者并不存在，或者远远不如法律、制度、人身依附、谋生手段等政治和经济因素那样重要。正因为如此，人口史不应该也不必要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

同样，历史时期的人口现象与人口活动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但还受到大量经济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包括前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古代和近代前的很多人口现象和人口活动是无法用单纯的经济因素来解释的，当时的人口也不仅仅是作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例如，对中国古代人口数量的增减有重大影响的赋税徭役制度，与其说是一项经济制度，更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制度。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宗族观念、生育观念和人口伦理，也不能完全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固然与人口、特别是与人口的数量和迁移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例如如果从经济因素分析，关中早已丧失了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和人口密集地区的条件，北京也未必具有首都的经济实力，大量人口集中在这些地区并不是经济活动的需要，反过来，由于要保证这些人口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还给全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当然这样的人口分布和由于形成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压力，必然会给整个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应该看作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的、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唯一的和绝对性的。所以，经济史与人口史的关系也不应该是主从关系。

四  人口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
，历史人口地理(historical population geography)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人口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史与历史人口地理的关系，一是人口史与历史地理学整体的关系。

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人口地理学完全一致，只有时间范围的差异。人口地理学着重研究人口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的变化规律，基本内容是：人口数量及其地理分布，人口构成及其分布，人口自然变动的地区差异，人口迁移，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合理容量等
。这些都应该是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只是由于历史时期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所以其他一些方面目前还无法研究。例如在缺少城市人口数字的情况下，连确定人口的城乡比例都很困难，研究城市化就没有必要的基础。在缺少详细准确的人口构成数据和分地区统计数字的条件下，对人口构成的研究也很难进行。再如，准确的数据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连起码的数据也不具备时，人口容量的研究也只能付诸阙如。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范围都可以包括在人口史之内，只是历史人口地理学更注重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侧重点有所不同。

历史人口地理学与人口地理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后者一般可以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口普查数据或相关的研究成果，而前者一般只能利用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这类成果，或者其质量不高，研究者就不得不自己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否则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人口史的研究成果是历史人口地理学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人口史与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关系，就像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一样。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地区的任何人口都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内。与现代或当代地理环境不同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特别是其中的人文地理状况，基本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的手段加以复原，只能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一些与地理环境关系特别密切的方面，如人口分布、人口迁移等，如果研究者不了解当时的地理条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古代一些人口相当稠密的地方今天往往已经相当贫瘠，人口密度还不如当年；而今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人烟稀少、贫穷落后，而且被中原人视为畏途。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就不难理解这些现象的必然性。

当然，人口史研究的成果对历史地理学有关分支的研究同样是相当重要的，或者可以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既然人口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产物，一定数量的人口、人口以一定方式的分布和迁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地理环境。由于并非所有的年代或地区都拥有充足的文献资料，人口方面的证据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研究历史时期的海陆变迁时，史料中的记载一般都相当模糊，即使有些零星的里数，也难以复原出具体的海岸线。而依靠钻孔分析的办法对较短时段和具体地区往往也无能为力。对一个遗址，考古学能提供一些出土文物作为证据，但一部分器物是可以移动的，不能据以作出时间的推断
。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人口分布，特别是居民点的分布，就可以对不同沿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作出比较正确的推断。因为一般来说，人口的定居或聚落的形成是一个地方成陆并且已经相当稳定的证据。另外，在生产力不发达和小农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人口数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作为推断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灾害程度和植被分布等方面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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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一些遗址发现的器物完全可以与该遗址的年代不同，如在一个清朝居民遗址中完全可以发现明朝的陶瓷器皿，因为这些器皿可以随着人口迁移而流入。如果根据这些器皿的存在就断定该遗址形成于明朝，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